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北市硬是用 5億 7000萬的設計費(工程費 38億)，吸引了幾位得過普立茲克建築
獎(Pritzker	  Architecture	  Prize)的國際建築師來為我們設計台北藝術中心，2009年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2009年的台北藝術中心國際競圖，也能看到同樣的迷思。當 Rem	  Koolhaas	  
拿下首獎時，我們不自覺的為了台灣也有國際級明星建築師的作品而感到自豪，
甚至為了有這麼多世界知名的建築師來角逐而沾沾自喜。然而，當這棟“與國際
同步”的建築物要被放在士林的時候，不禁讓人思考，我們應該是要為了有一棟
名牌建築可以跟國際社會炫耀而高興，還是要有一棟建築可以說出我們對藝術的
看法，甚至看到藝術因我們獨特的宇宙觀而不同於西方世界？這不是關於建築的
基本定義嗎？這個定義可還是我們從西方社會學來的。	  
我們其實都還是很沒有安全感，擔心我們不屬於國際社會的一份子，所以
老是要用外來的事物來證明自身的存在。這種尋求認同的心態，或許與我們在這
個島上的命運有關，甚至還可以往前推估到百年前渡海的移民。尤其近來看到對
岸的崛起，國際建築師們在上海北京活躍不已，更莫名的加深了我們心底那一絲
抹不去的惶恐，所以大手筆競逐名牌，起碼不能示弱，也就能夠理解。就在這時
候，讓人不由得懷念起李祖原建築師設計大安國宅時的勇氣，宏國大樓時的自信，
以及發願要讓台北 101成為世界第一高樓的豪氣。那種理直氣壯的創作態度，似
乎不太容易在現今的建築環境中被看到。	  
與國際社會交流與觀摩固然重要，但是不是也能給國內的建築師同樣的機
會及待遇，制度能夠略為鬆綁，並給予等同於國外建築師的尊重。否則，不對貧
瘠的土地灌溉施肥，何能要求開出美麗動人的花朵？	  
	  
